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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解釋威權國家的媒體轉型的研究中，「信息賦權」機制一直佔

據主流地位。儘管市場和傳播技術能提供海量的多元化信息，但是它

不足以詮釋中國媒體轉型中所面臨的信息悖論：一方面，市場與傳播

技術為新聞提供更多自主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新聞保守主義的新形

式；另一方面，威權國家的權力在受到信息挑戰的同時，卻又增強了

其控制媒體的能力。因此，本文從國家角度出發，更新了Lin（2012）

所提出的「信息衝突」模型，結合中國媒體近年來的發展，從權力的不

同維度提出國家與媒體的動態關係的不同類型，解釋國家如何有區別

地對待海量信息所帶來的挑戰。本文認為市場化除了提供海量信息之

外，更在根本上分化了不同本質的信息，為國家控制媒體的權力結構

的轉型提供空間：「國家–媒體」關係由單維度結構轉變為多維度結構，

從而為國家在面對信息挑戰時提供了制度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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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tion empowerment” has been a key part of investigating media 

transition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Although the marke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open the door to an abundant and diverse range of information, 

these two factors are not adequate to explain the “information paradox” that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Chinese media transition. Marketization and technology 

allow for relatively more journalistic autonomy, but they have also brought new 

forms of journalistic conservatism. Meanwhile,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has 

tightened its control over mass media when its power is challenged by the 

increasing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a state 

perspective to explain how China is handl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Modifying the “information conflicts” model proposed by Lin (2012), I 

investigate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ower and update the typology of state–

media dynamics. I argue that marketization results in a greater diversity of 

information, but it also differenti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which 

facilitates the power transition in state–media relations. As a result, media 

controls in China have shifted from a single- to 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that offers temporary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gainst the challenges of the 

informatio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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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於新聞媒體轉型的研究中，市場和傳播技術所帶來的「信息賦

權」（information empowerment）一直被認為是推動國家與媒體關係轉變

的重要機制。信息可以通過多種方式賦權。有些研究強調信息賦權於

民意：媒體間的商業競爭和傳播技術的更新促使媒體為公眾提供海量

的多樣化信息，從而突破權力對信息的控制與封鎖（Curran, 2000; 

Dennis & Synder, 1998; Plumb, 1983; Shane, 1994; Splichal, 1994）。有些

研究強調信息賦權於群體／社區：即在具體事件中，信息傳播如何改變

弱勢群體／社區參與決策和採取行動的過程，進而影響既有的社會權力

分配（謝進川，2008；丁未，2009；王斌、劉偉，2015；陳浩、吳世

文，2008；黃月琴，2015；師曾志、金錦萍，2013）。其他研究則關注

信息如何增強媒體組織與國家博弈的能力。通過「信息賦權」，傳統自

由派學者們把市場和技術與民主政治相關聯（Curran, Iyengar, Lund, & 

Salovaara, 2009; Ekecrantz & Olofsson, 2000; Sparks, 1992; Zhang, 

2008），用以解釋十九世紀末歐美國家的媒體變革，以及波蘭和前蘇聯

等國家的政治轉型。儘管「信息賦權」的方式不同，這些研究大多描述

了一個線性的故事：市場化和技術發展所帶來的海量的多元信息能幫

助建構一個「民意進，權力退」的社會（Lin, 2008）。

然而，作為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

中國的媒體轉型所呈現出的圖景已經超越了傳統文獻中所描述的線性

敘事（趙月枝，2007）。一方面，市場化媒體與自媒體使得信息量猛

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記者擁有了更多獲取消息的渠道和報道

自主權。有關災難性事故、官員腐敗以及關於社會問題的調查性報道

曾一度成為諸多市場化媒體的核心新聞產品（Chu, 1994; Huang, 2001; 

Lin, 2006; Yang, 2009）。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更加迅速、廣泛。博

客、微博、微信等移動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也打破了傳統媒體對議

題的壟斷。新聞媒體常對社會運動採用同情式的報道，其報道風格有

時甚至比西方同行更加激進（林芬、趙鼎新，2008）。比如在報道環保

議題上，媒體從報道者變為集體行動的參與者與調停人（曾繁旭，
2015）。在個別事件中，媒體行為甚至變成了集體行動本身：比如《新

京報》的集體請假事件、《南方周末》的獻詞風波、《新快報》直接在頭版

給國家機關下了「戰書」等事件。傳統媒體自身的變革和新興網民「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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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力量迫使國家在很多事件上不得不呼應民意，甚至開始對民意讓

步。自由派媒體一度將2003年被視為「民意元年」，而在2003到2013

這十年內，熱點事件層出不窮，民意在新媒體環境下發揮更大影響力。

但是另一方面，國家對於媒體的管制力度不斷升級，手段更加多

樣化，媒體的行為逐步分化。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雖然市場化媒

體造就了一批自由派媒體與知識分子，但是媒體人也減少了直接質疑

體制的報道，而只敢觸碰一些次要的社會問題（Lee, Chan, Pan, & So, 

2000; McCargo, 2003）。對內，體制內媒體更多從「政府如何為民著想」

的角度來寫新聞，試圖通過軟新聞吸引觀眾，宣傳政策方針（Lee, He, 

& Huang, 2006）。對外，以報道美國的態度為例，政治與利潤的雙重壓

力使得黨媒和市場化媒體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選擇了相似的新聞策

略：他們在敏感話題中保持對美國的正面態度，以維護國家外交政策

的官方立場；而在非敏感話題中對美國採用負面報道，以吸引受眾

（Stockmann, 2011）。此外，互聯網建構起一個「少知識，多評論」、「無

社區，有網絡」、「弱理性，強情緒」的所謂「公共空間」。在這個空間

裡，信息的相互競爭和解讀通常是處於一種野蠻叢林似的霍布斯狀

態。即便是通過新媒體進入了主流話語空間的議題和事件，它們的傳

播途徑也無法突破的既有權力結構（Lin, Chang, & Zhang, 2015）。而大

量「10萬+」的公眾號也多為「心靈雞湯」號。部分有影響力的公眾號最

近也因一紙禁令，頃刻堙滅。因此，海量信息是否能從本質上改變國

家與媒體的關係仍無從得知。

簡而言之，40年的媒體改革形成了威權主義下「國家–媒體」互動

中的一個「信息悖論」：信息化賦予新聞媒體更多空間和自主權，但同

時增強了國家對新聞管控的能力。因此，雖然「信息賦權」對媒體行為

變遷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分析視角，但是它本身不足以完全解釋上述

的悖論，因為該理論無法全面解釋信息增加以後可能出現的複雜情況。 

首先，它很難全面解釋轉型期所出現的媒體矛盾行為和區域多樣性。

市場和技術，可以被用於突破權力對信息的封鎖；也可能誘惑媒體人

追名逐利，維護既有權力結構；還有可能成為控制新聞媒體的手段。

也就是說，信息機制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因此，要討論「信息賦權」如

何起作用，首先要探討什麼樣的結構條件能激發信息賦權機制產生何

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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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信息賦權」未能充分解釋國家在市場化和技術發展過程中

的轉變。在數字化時代，國家如何能夠加強其對信息的監控，從而限

制潛在的社會運動，規避市場與新技術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Hachigian, 

2001; Zheng, 2007）？傳統的媒體變遷研究並非不強調「國家」的作用，

而是習慣性將 「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的權力結構來加以分析。威權國家

的媒體轉型（或不轉型）常被歸結為「國家主義」（statism），即一種致力

於將國家權力最大化的特定社會體系：「是國家機器的掌權者能夠 

支配經濟資源的社會系統，……（該系統）致力於追求權力的最大化；

通過增強軍事力量，鞏固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從而將國家目標強加

於絕大多數的主體和他們更深層次的思想意識裡。」（Castells, 1998, p. 7）

「國家主義」 視角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得以興起

（Skocpol, 1979）。在這種視角裡，「國家」被認為是一套具有自主性的

機構，根據國家自身的利益行事。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國家需要建

構合法性（state legitimacy）——即一個社會體系認為當前政治體制是對

該社會最為合適的體制的信念（Lipset, 1981），而媒體就是建構這樣合

法性的有力工具。這種視角儘管抓住了威權體制下國家和媒體關係的

核心特徵，但是它對權力（power）的理解太過籠統，而將媒體行為全部

歸結於「國家主義」的解釋過於簡單和機械。在媒體轉型過程中，「國

家」本身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又對媒體轉型發生什麼影響？而且

在轉型社會裡，例如過去50年的中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俄羅

斯，以及七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很多正式規則與實際運行的潛規則大

相徑庭。

因此，從「國家」的視角來分析媒體轉型，不能只把「國家」作為一

個整體概念，靜態地強調國家的作用，而要將「國家」權力梳理、分

類，並在媒體運作過程中，動態地詮釋「國家」的作用。在下文分析

中，鑒於中國共產黨在本研究所關注的時間範圍裡是中國唯一的執政

黨，筆者將「國家」定義為在共產黨單一領導下的行政機構。學者曾運

用權力的不同維度分析中國的媒體變遷（趙月枝，2007；Lin, 2012）。

本文將在此基礎上，結合中國媒體近十年的變化，更新「信息衝突」框

架（Lin, 2012），以此分析國家與媒體的互動，並進一步討論市場化過

程如何在維護國家權力的基礎上，促使了權力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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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不同維度

對於權力（power）的分析，研究者不能僅著眼於「誰對誰有權力」，

還要思考「何種權力」在運作。針對學者們對權力的爭論，史蒂芬．路

克斯（Lukes, 1974）在其《權力：激進觀點》一書中總結分析了不同流

派，包括多元化視角、組織分析、以及激進派的反思，重新搭建了一

個三維的權力框架（Lukes, 1974），為我們探索「國家–媒體」的互動提

供了有用的框架。 

強制性權力

權力的第一維度通常體現在公開的衝突對抗中，甲對乙的權力體

現在甲有能力要求乙做一件其本來不願意去做的事（Dahl, 1957, pp. 

201–215）。這一維度的權力最直接得表現在決策過程（decision-making）

中（Dahl, 1961; Wolfinger, 1971），因此權力通常展示在有衝突性的情境

中。比如，媒體報道敏感事件時，必須發通稿，遵循宣傳部的禁令。

當媒體發表質疑或挑戰體制的報道時，國家可以運用強制力，刪稿刪

帖，懲罰不合作的或敢於挑戰權力的媒體。這種強制權力會導致媒體

的集體失聲。「沒有新聞」就體現了國家對媒體所具有的強制性權力。

這種強制性權力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一個重要維度，它意味著

國家可以不和社會／媒體協商，無需討價還價就可以將其決定強加於社

會（Mann, 1993）。簡而言之，強制性權力是一種直接的、顯性的、能

讓對方「做不想做之事」的權力。

建制性權力

權力的第二維度是間接的、隱形的，甚至可以通過第三方來行使

執行。在這一維度上，甲對乙的權力不是體現在甲做了什麼，而是甲

沒做什麼（Bachrach & Baratz, 1962, 1963）。比如一個群體中有人對既

有的利益分配不滿，提出重新分配的要求時，既得利益者如果能將該

訴求排除在政策決議或公眾討論之外，即「不作為」或「不決策」（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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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making）時，那麼既得利益者對訴求人就具有第二維度的權力

（Haugaard, 1992）。這種隱形的不作為在一個既定的權力結構中通常是

通過「偏倚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Schattschneider, 1960）來放大某

一衝突，從而壓制其他衝突而實現的。這裡的「偏倚」不僅是權力主體

的個人好惡，更是指某一政治體裡制度層面的固定模式（郭秋永，
2002）。這種固定模式的建構則依賴於國家的建制性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一個國家能夠通過制度建設進而向社會滲透且貫徹其意識

的能力（Mann, 1993）。因此，在「國家–媒體」關係中，國家搭建的遊

戲規則制約了媒體行動的範圍。例如，儘管市場化使得媒體獲取部分

財政自主權，國家仍然通過對市場規範的設置，對資源分配的壟斷，

以及對其他機構（比如法院）的掌控，從而保持其對媒體的間接控制。

也就是說，建制性權力是讓對方「做不了想做之事」的權力。

價值性權力

權力的第三維度與佔霸權地位的價值理念相關。這裡的價值理念

不僅是指意識形態，也包括一個社會裡的文化價值，或一個行業裡的

專業理念。當甲對乙具備有這個維度的權力時，乙根本不會想去做或

不做什麼，因為乙已經接受了甲所定義的秩序，並把這種秩序視為是

理所當然，合情合理，無需更改。換而言之，甲的權力體現在其能製

造佔有霸權地位的共識（Herman & Chomsky, 1988）。在國家與媒體的

互動中，國家可以通過內在化（internalization）的進程，運用思想機器

來保障民意的認同和媒體的服從（Anderson, 1976; Colbert & Femia, 

1981; Hall, 1986）。在這個進程中，媒體會成為一個整體系統，運用「傳

統」、「規範」，「偏好」甚至「偏見」，自覺或不自覺地，來維護現狀或壓

制潛在衝突（Schattschneider, 1960）。媒體系統性的「偏好」則反映了國

家的權力。換句話說，價值性權力能讓對方「想不到要做什麼（或不做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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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媒體互動關係的分析框架

在這樣三維的權力結構裡，國家何時，會選用何種權力，或權力

組合來管控媒體呢？鑒於國家管控的最終目的是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和

穩定性，而媒體又是建構這樣合法性的有力工具，國家的管控方式就

與媒體的行為相輔相成，互相牽制影響。

在既有的國家管控媒體的權力結構裡，學者將媒體行為歸納為三大

領域（media sphere）：共識領域（sphere of consensus）、衝突領域（sphere of 

deviance），以及合法的爭議領域（legitimate controversy）（Hallin, 1986）。

在共識領域中，新聞人通常都遵守社會共同認可的價值理念來報道媒

體事件。比如在國際新聞的報道中，各國新聞媒體通常都將本國的國

家利益置於首位，中國媒體也不例外。在這個領域，媒體也因此成為

在一種維持邊界（boundary-maintaining）的保守機制。在衝突領域中，

即諸多涉及到禁忌和敏感的議題的「黑色」新聞領域，鑒於國家的強制

性管控，媒體很可能集體失聲。針對處於合法爭議領域的「灰色」媒體

領域，新聞人才會突破邊界，借助專業的客觀報道來挑戰既有權威。

比如在報道社會運動或群體性事件時，中國媒體要較其西方同行更激

進（林芬、趙鼎新，2008）。而在國家不再做政治審查的「白色」新聞領

域，媒體就以市場利潤作為指導指標了（Lin, 2008）。簡而言之，國家

的管控方式就會隨著新聞報道中所呈現的衝突的本質而變化。在共識

和衝突領域，國家的管控模式和媒體的行為模式都相對穩定。而在爭

議領域中，國家與媒體的互動則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但是，媒體行為的三大領域是理論性的概念。在具體事件中，研

究者如何界定媒體的行為領域呢？在以下的分析框架中，筆者將新聞報

道中隱含的衝突分解為兩個可具體觀察分析的層面。第一個層面關注

新聞報道中所確認的衝突主體，即以新聞事件中的過錯方是否為國家權

力機關，由此界定信息衝突的本質：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第二個層面

側重由新聞報道所暗示的衝突指向，即事件的歸因是「個體」或是「體

制」。而在體制指向這一類別中，又根據新聞報道所暗示的解決方案，

再細分兩類：一類是「體制建設」，另一類是「社會運動」。由此，如表

一所示，筆者將國家與媒體互動關係在理論層面分為六類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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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家與媒體互動關係的分析框架

衝突指向

個體
體制

體制建設 社會運動

衝突主體

權力機關

（政治性衝突）
I. 強制性權力

III. 價值霸權 +

強制性權力
V. 強制性權力

非權力機關

（非政治性衝突）

II. 建制性權力／

價值霸權

IV. 價值霸權 +

建制性權力
VI. 強制性權力

第 I類：指向個體的政治性衝突，國家動用強制性權力

第 II類：指向個體的非政治性衝突，國家動用建制性權力或價值霸權

第 III類：指向體制，建議體制改進的政治性衝突，國家將價值霸權與強制性權力結合

第 IV類：指向體制，建議體制改進的非政治性衝突，國家將價值霸權與建制性權力結合

第V類：指向體制，號召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政治性衝突，國家動用強制性權力

第VI類：指向體制，號召社會運動或集體行動的非政治性衝突，國家動用強制性權力

在多維權力框架裡，國家可以動用不同維度的權力處理不同性質的信

息衝突（Kang & Heng, 2008），從而構建國家面對信息挑戰時的制度彈

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更為重要的是，表一所示的六種類型的衝

突的邊界不是固定不變的：同一個議題，報道方式不同會激發不同類

型的衝突；同一個事件，隨著事件的演變，衝突類型也可能轉換；不

同時期，佔主導地位的信息衝突也會轉變。 

政治性的信息衝突

在以下分析中，筆者將「政治性的信息衝突」定義為：由於新聞報

道中將國家權力機關確認為衝突主體而引發的信息衝突。在這一類型

的矛盾中，媒體報道的不同指向會引發國家動用不同權力加以應對。

媒體對於艾滋病的報道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如果新聞報道強調血

液買賣是艾滋病傳播的重要途徑，該報道很可能遭到地方政府的審查

和壓制（Anagnost, 2006）。因為地方政府通常依靠血液製品作為推動地

方經濟的重要渠道。媒體批評地方血液經濟就將衝突歸因於地方政

府，而解決方式則指向地方的經濟政策。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發

展成為硬道理」。「發展主義」已經成為被廣泛接受的價值理念，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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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通常會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與困境。因此，在此類報道所引發的

潛在衝突中（即表一中的第 III類），政府時常動用強制性權力（禁令和

刪帖），輔以佔霸權地位的價值理念（「發展主義」）來應對媒體的報道。

而同樣的關於艾滋病現狀的報道，如果將艾滋病歸結於個人性行為，

政府不再是艾滋病問題的中心與責任方時，該報道遭到強制審查的可

能性也就低一些。此時，艾滋病報道所可能引發的信息矛盾就轉化為

「指向個體的非政治性衝突」（表一中的第 II類）。政府相應地放鬆對強

制性權力的使用，而更多依靠建制性權力或價值性權力（比如民間對艾

滋病的理解）。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艾滋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

曾出現在中國新聞裡（Dong, Chang, & Chen, 2008）；而近年很多關於艾

滋病的討論主要集中討論個人的性行為。而像調查記者王克勤揭露河

北邢台艾滋病真相的報道——把矛頭直指當地的血液經濟——在中國

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但是，政治性信息衝突的類型並非一成不變。在同一事件中，衝突

的類型也隨著事件自身的發展而變化。近年由於土地拆遷造成的糾紛和

群體性事件增加，相關媒體報道也隨著增加。例如在2009–2010年的江

西宜黃事件裡，媒體的報道一方面不斷挖掘細節，拷問真相；另一方面

媒體的敘事激活和強化了「官／民」邊界（呂德文，2012）。如果說宜黃事

件的前奏還只是個體農民的「日常抗爭」，那麼媒體報道將個體農民鐘

九如的自焚事件與其他各地多起拆遷自焚事件相關聯時，個體事件就被

賦予了公共性，就使得衝突的類型從「個體性的政治性衝突」（表一中的

第 I類）轉變為「體制性的政治性衝突」（表一中的第 III類）。媒體無形中

成了不同釘子戶的協同者和連絡人，與抗爭者共同塑造了表演型的抗爭

劇目，試圖開啟對拆遷制度和官員問責制度的重新討論。在這個階段，

中央的態度（比如中央級媒體參與報道，國務院發文指導拆遷原則，中

央領導批示要問責地方官員），與地方政府的選擇性執行之間，產生了

矛盾與張力，這為媒體報道這一階段的衝突提供行動空間。中央與地方

之間的權力拉扯，部門條塊之間的利益糾結既是媒體在這一類型衝突中

的阻力，但同時也為媒體報道提供了結構性的機會。而是否能夠以及如

何利用這樣的結構型機會，又進一步導致了不同媒體行為的分化。

然而，抗爭者不信任當地政府，政府不信任媒體，三方的相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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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逐漸將事件升級成了一起「新民權」抗爭，於是，一起地方性運動

演化成了全國性運動，把衝突的性質推向了「有可能引發社會運動」的

類型（表一中的第V類）。自此，國家一方面或協調或賠償解決具體事

件，另一方面動用強制性權力控制媒體發聲。隨著事件發展，這種信

息衝突類型隨之轉化的現象不僅在諸多「釘子戶」事件中出現，也在其

他類型的「新民權」事件中展現，比如很多環保抗爭的案例（謝穎、林

芬，2016）。在針對網絡帖子和社交網站的研究也發現，國家對批評政

府的信息還留有餘地，但對有可能動員群體性事件的信息（第V和VI

類）則堅決刪除（King, Pan, & Roberts, 2013）。

簡而言之，在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性的信息衝突中，國家動用強

制性權力規範媒體行為。當衝突指向體制，即媒體扮演了「反體制的體

制建設者」的功能時，國家會結合價值性權力和強制性權力加以管控。

而一旦衝突指向社會運動，無論是政治性還是非政治性衝突，國家都

會立刻動用強制性權力，力求保證政權的穩定性。畢竟，國家手裡永

遠拿著王牌。 

非政治性的信息衝突

當由海量信息引發的衝突為非政治性衝突時，國家更有可能採用

間接或隱形的方式來體現它對媒體的控制。非政治性的信息衝突種類

繁多。有些非政治性衝突指向個人或個體組織（表一中的第 II類）。隨

著商業媒體的發展，其經濟糾紛、勞動糾紛、各類侵權案件數量急速

增加。2000年中期開始，與網絡媒體相關的訴訟案件也急劇增長（徐

迅，2002）。針對這些矛盾，政府很少直接介入解決。法院作為第三方

機構，成為協調處理這一類矛盾的重要途徑。

有些非政治性衝突則指向文化和價值體制。在這些媒體事件中，

通常是處於霸權地位的價值理念，而非國家強制措施，塑造了新聞人

的專業偏好以及媒體事件的發展走向（表一中的第 IV類）。比如對中國

同性戀色情服務的報道，中國媒體並沒有呈現預期中的政治強制性，

官方的排外性以及對同性戀權利的直接排斥等特徵（Jeffreys, 2007）。相

反，在這個話題上的報道展現出了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碰撞時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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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雜性。比如在報道2003年香港著名同性戀明星張國榮的自殺事件

時，一名任職於市場化程度很高的媒體的編輯解釋了她沒有「過度」關

注該事件的原因。她著重強調了她的決定是基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同性

戀的理解，而非考慮宣傳部的審查。1
 針對廣州新聞工作者的一項調查

顯示，在那些對同性戀話題表達自由開放觀點的記者中，超過半數都

表明不會試圖說服他人接受自己的看法。在與傳統文化不相容的話題

上，中國新聞人是一群「消極自由主義者」（Lin, 2010a）。而在隨後的
14年間，「張國榮」專題仍舊成為每年4月1日的報道主題。隨著中國社

會對同性戀現象的認識普及，這個話題雖然不再成為禁忌，但也從來

不曾「去污名化」。針對這個議題的報道，文化傳統，而非國家直接或

間接的權力，影響了新聞人的價值偏好，從而對媒體產生影響。

當然，國家可以借用其全方位的動員能力，塑造文化和價值體

系，對公眾與媒體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近十年來「盛世粉紅」現象的

出現和演化（表一中的第 IV類和第VI類）就是一個例證。2008年，80

後就外媒對西藏問題的報道所發動了一場「反CNN」的全球運動。儘管

這場反對西方媒體的社會運動的最終結果不能完全歸結於當時興盛的

民族主義（Lin & Zhao, 2016），但是國家培育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

緒曾一度主導性地影響了部分中國媒體在此運動中的行為。比如在運

動中，南方報系的媒體人曾寫評論，批評中國的信息封鎖較之西方媒

體的偏見更為糟糕。這篇評論引發了民族主義情緒的轉向，一些網民

從反西方媒體轉而反對「賣國報系」，甚至對編輯進行人身攻擊，成為

這場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而2016年的「帝吧出征Facebook事件」則是標

志著互聯網民族主義的第三次浪潮的興起，即以「網絡亞文化和粉絲群

體」為主體的民族主義（王洪喆、李思閩、吳靖，2016）。從「帝吧出征」

延伸到同年的「南海問題」、「趙薇事件」、「奧運霍頓事件」、「薩德導彈

事件」等等，新生世代所展現出的網絡民族主義具有「分散性、流動

性、娛樂性、多元性和互動性」等共同特點（楊國斌，2016）。儘管盛世

下的「小粉紅」群體將民族主義轉變成自娛自樂的群體表演，但他們在

「個體與國家」和「娛樂與政治」的拉鋸中，依舊打出了「愛國面前無愛

豆（idol）」的口號，以至於有學者將此界定為「一種青年的新保守主義

化」（洪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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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而言之，在新的媒介環境裡，當下的網絡民族主義已經由傳統

的「精英建構」的「國家民族主義」延展為基於日常生活情境和社會結構

的「人民民族主義」（王洪喆、李思閩、吳靖，2016；Gries, 2004; Lin & 

Zhao, 2016）。無論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否只是暫時的情緒爆發；還是在

中國社會缺乏穩定價值觀的情況下，已經成為佔有次霸權地位的價值

理念（secondary hegemonic values），民族主義都成為了國家對媒體實行

「軟控制」的一個重要機制。

綜上所述，國家與媒體在權力的三個維度上相互轉換，彼此牽

制。媒體在不同的媒體行為領域裡採用不同的行為邏輯。媒體如何報

道事件——包括報道主體與報道框架——不僅影響民意，而且激發國

家在不同權力維度的監控措施。在上述各類案例中，國家與媒體的互

動體現了國家的媒體控制結構，已經由單一的強制性體系轉為三個維

度共存且相互依賴的體系。 

市場化對「國家–媒體」關係的影響

以上描述的權力的三個維度並非一個靜態模式，這三個維度之間

在同一時期並不一定是相互排斥，它們的邊界也有可能隨著時間而變

化。同一性質的媒體事件在一種情境下可能會發展為挑戰政權合法性

的衝突，而在另外的情境下也許不會。在面臨海量信息的衝擊時，這

樣的三維權力控制結構能夠分類處理更多的信息衝突，從而比單一的

強制性權力結構更加穩定。因此，想要解釋文章最初提出的「信息悖

論」，我們就要加上時間的維度，分析國家控制媒體的權力結構如何演

變。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市場化在提供信息賦權機制外，也同時起到了

分化信息衝突的作用，從而為中國的媒體控制結構能從單一體制轉變

為多維的權力結構提供可能性。以下的分析，筆者就分別從權力的三

個維度來討論這個變遷過程。

價值理念的分化與失調

隨著市場改革的進程，國家與媒體之間逐漸在意識形態上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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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官方的價值理念式微，但民間新興的價值觀又派別林立（馬立

誠，2012），中國社會在轉型期還未出現能佔霸權地位的價值體系。而

在新聞領域，專業主義在中國有多個淵源，面臨各種力量的制約，新

聞人對專業主義的解釋也各有不同，在實踐中呈現碎片化和局域化（陸

曄、潘忠黨，2002）。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儘管知識分子受到幾次「文化熱潮」——包括

西方文化的傳播、文化批判、新儒學等——的啟蒙，但是改革者與強

硬派關於新聞和言論自由的辯論都還局限於馬克思主義的邏輯。這說

明儘管官方理念受到質疑，但這些文化熱潮所帶來的價值理念還沒有

強大到可以製造共識，以至於對正統的挑戰還必須在正統的邏輯框架

裡進行，所有的挑戰還是「忠誠的抵抗」（loyal resistance）。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市場績效成為了評價媒體的重要指標。為了

在市場競爭中生存，媒體向國家要求更多的自主權來生產有競爭力的

信息。新聞人借助多種方式——包括重新解讀政黨新聞範式、中國文

人傳統，以及專業主義範式——試圖把新聞與宣傳相分離的訴求合法

化（Lin, 2010b）。新聞人也採取了多種策略來協調新興的新聞理念與逐

漸式微的官方意識形態之間的差異（He, 2000）。而在新媒體興起後，民

意的作用借著技術的力量被放大；但同時，專業主義範式也受到公民

新聞的衝擊，網民們情緒化的表達抵消了公眾討論中的理性建構，在

一些議題上，民意還未多元就走向民粹的極端。一些專業新聞網站不

得已開始關閉它們的新聞在線評論的功能。

簡而言之，中國新聞的價值理念與官方正統理念經歷了階段性的

轉變：從建國後的高度統一；到市場化後的有限分離；再到信息化後

的表面多元，實則是政府高壓與民間野蠻叢林相結合的狀態。這樣的

狀態裡，無論總體的社會價值或是新聞領域的專業價值理念，沒有一

種理念能在當下的中國佔實質性的統治地位。

什麼原因導致了國家與媒體在價值理念上的分化呢？這要追溯到市

場化所帶來的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改變。一個國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大致

可以分為三類：意識形態、績效和制度（Zhao, 2001）。文化大革命的結

束也意味著這個龐大的國家不可能僅依靠承諾共產主義的宏大願景而得

到認可與支持。隨後的改革開放為政權合法性基礎的轉變提供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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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市場化的進程和本質被國家牢牢控制，並非完全獨立，但是市場經

濟所帶來的社會改變與人民生活的提高，促使了政權合法性的基礎由意

識形態轉變為經濟與行政績效。政權是否能被認可，已經不再是「奉天

承運」，而是由經濟發展水平，履行國家職能的表現以及保衛領土的能

力來決定（Zhao, 2001）。這種轉變為上文所描述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媒體

價值理念的分化奠定了基礎。威權政體對信息的控制是為了要保障媒體

及公眾對政權的服從。一旦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改變了，那麼國家所需要

什麼樣的服從也改變了。因此，國家管控媒體方式也必然改變：當官方

意識形態作為政權合法性基礎時，國家可以依賴全國性的集體思想運動

來管理媒體。而到了九十年代，這樣運動式的手段已經不再是一個能有

效地保障媒體服從的工具（Lin, 2008）。

儘管這樣的轉變不在國家對市場職能的最初規劃中，但卻成了市

場化所帶來的客觀事實。狹義的媒體商業化帶來的海量信息挑戰了國

家的信息控制；廣義上的市場化，牽動了包括新聞媒體在內的諸多國

家機構，卻引發政權合法性基礎的根本性轉變。而這種轉變所帶來的

對合法性的潛在危機意識，迫使國家不得不尋找更有效的針對海量信

息的控制手段。當信息數量增加到一定程度，國家不可能有效地處理

所有信息時，國家就只能優先管制那些對政權可能產生威脅的信息。

因此，國家就有必要根據信息對政權合法性可能產生的挑戰程度進行

分類管制。國家控制結構的變化不是因為選擇的結果，恰恰是因為當

時的中國沒有更多選擇。

強制性權力的保留和強化

雖然媒體市場化以及廣義的市場化分化了價值理念，但是卻從未

真正挑戰過國家的強制性權力。一旦發生挑戰政權的信息衝突，國家

能夠並且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強制性手段來控制媒體。上世紀八十年

代，借助全國性的社會運動式的控制手段，國家強制性整頓或停刊了

上百份「有問題」的報紙。九十年代，「有問題」的新聞媒體要麼經歷了

人事變動，要麼被重組，包括了《南方周末》編輯的集體辭職，《嶺南文

化》、《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以及《新周報》被停刊，《廣州日報》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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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報》的被調查，《中國青年報》的人事變動，《新京報》的非正

式記者遊行，以及《南方周末》的獻詞風波等事件。在此階段，國家控

制手段開始針對單個新聞媒體，將國家與媒體的衝突限制在地方層

面，防止個別衝突事件在全國或者國際範圍擴散（Lin, 2006）。

從2000年開始，國家通過規範互聯網服務供應商（ISPs）來控制互

聯網內容提供者（ICPs）和網民（Yang, 2009）。不同的強制性手段也隨

著傳媒技術的變遷而更新——防火牆、黑名單、實名系統、VPN的限

制、網絡藍軍、網絡輿情監控軟件等等。國際社會中日益複雜的網絡

衝突與信息戰爭，比如谷歌事件和斯諾登事件等也強化了國家堅持採

取強制性手段保持政權安全與穩定的決心。網信辦作為新興的網絡信

息控制機構在人員、機構設置、管理內容和方式上都逐步發展成熟。

商業化門戶網站被陸續約談，網絡媒體「不得登載自行採編的新聞信

息」，媒體打擦邊球的空間進一步縮緊。在政治領導權即將變動之前，

曾被劃在「白色」領域的生存空間也進一步壓縮。比如，視頻網站
AcFun和Bilibili的大量影視內容下架，「毒舌電影」、「咪蒙」、「關愛八

卦成長協會」等微信公眾號被封；新浪微博、騰訊微信和百度貼吧因違

反《網絡安全法》被立案調查。另外，非正式的人力控制方法——比如

監管論壇版主或者招募互聯網評論員（五毛黨）在線上發布支持政府的

內容——都被採取作為強制性手段的補充手段（Yang, 2009）。

換言之，市場化的媒體雖然像逃出魔瓶的精靈，爭取了新聞自主的

一些進步空間，但是其本質在一開始就加蓋了妥協的烙印。市場化一方

面分化了曾一度佔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促使國家不得不改變它對媒體

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建構了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合法性，並沒有威脅到

國家使用強制控制的可能性。在改革初期，正是市場化內在的妥協性給

予國家一定的「安全感」，使得國家能夠進行漸進式的結構改變。而這

一妥協性使得國家一直保持並能夠進一步加強它的強制性權力。

建制性權力的發展 

傳統的媒體變遷研究主要關注市場化如何為新聞媒體提供財務獨

立，從而增強媒體組織與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這種邏輯只有部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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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因為它的潛台詞將市場與國家固定在了一個零和博弈的遊戲規則

中。市場化進程在挑戰國家權力的同時也有可能被國家運用，進而加

強國家的體制化的彈性（institutional resilience），保證國家能有更強的

能力應對信息所帶來的挑戰。這種彈性不是僅依靠商業化媒體自身創

造，而是在廣義的市場化進程中，諸多國家機構同時變遷，相互構

建。比如，法院與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就對國家與媒體互動行為產生了

巨大影響。在組織層面上，它們的發展有助於協調部分國家與媒體之

間的衝突。個體層面上，它們改變了新聞人的對新聞活動的政治風險

的認識。 

作為政權機器的一部分，中國司法系統的改革，與媒體改革相

似，也是由國家發起且受國家控制。名義上來說，國家提出了建設「法

治」國家的目標。國家一方面借助媒體來宣傳其「法治」改革，另一方

面也通過媒體為保證法院的政治忠誠度而造勢。國家逐漸放手讓法院

發展處理常規案件的能力——那些不具備政治敏感性，不以國家為中

心的矛盾衝突，以及不會威脅政權合法性的案件。同時，國家並不完

全放鬆對法院資金與人事的控制（Clarke, 2007; Lubman, 1999）。在國家

設計的藍圖裡，法院應該充當社會安全閥，藉以釋放社會中的不滿情

緒，因為「允許不滿情緒通過集體訴訟、行政訴訟或者甚至（很小一部

分案例）憲法訴訟被提出要好過那些不滿不被聽到——或者在街上表

達」（Liebman, 2007）。 

同時，法院也成為國家控制媒體的一種常規手段。國家一方面拖

延新聞立法，另一方面把對媒體的部分控制權從政治行政體系轉移到

了法律體系。法院成為介入處理部分與媒體相關的矛盾的有效機構。

為規範媒體行為，尤其是互聯網媒體，所頒布的法律法規， 近年來數量

飈升。與此同時，媒體被告上法庭的次數越來越多。狀告新聞媒體誹

謗和名譽侵權的案件的趨勢變化映射了媒體與法院關係在中國的變

化。1985年，杜融訴《民主與法制》月刊，成為中國第一起狀告新聞媒

體誹謗案件。此後，訴新聞媒體名譽侵權案件數量逐年增加，分別歷

經了五波訴訟浪潮：八十年代末的普通「小人物」告大報紙，到九十年

代初的影視名人告小報紙，到九十年代後期的工商法人告媒體，繼而

又變成了二十一世紀後的政府官員告媒體（徐迅，2002）；而在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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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網絡媒體當被告的數量顯著增加（He & Lin, 2017）。在2005年

之前，當媒體進入法庭時，不管原告是有權的政治人物還是普通公民，

絕大部分案件都以媒體敗訴告終（陳志武，2004；Liebman, 2006）。在
2005年之後，由於媒體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和黨媒被告的比率下降，媒

體在名譽侵權案件上的贏率逐步上升（He & Lin, 2017）。這樣的演變折

射出法院在國家與媒體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複雜性。一方面，媒體

與法院雖然在市場化過程中獲得相對的自主權，但他們都是國家機器

的一部分，媒體和法院之間形成了相互競爭與約束的關係。法院成為

約束和管控媒體行為的有效工具，誠如有新聞人將國家對媒體的控制

特徵總結為「經濟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法律化」。2
 另一方面，由於信

息海量化，信息導致的衝突數量也急速增長。對於大量不具政治敏感

性的信息衝突，法院協調處理這些衝突時更多承擔其司法職責，並不

總具有政治意味（He & Lin, 2017）。

在個體層面上，法院的介入還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新聞人對於新聞

行為的風險意識。中國新聞人一方面開始對中國司法體系的公正與效

率充滿消極情緒與負面評價（Liebman, 2006），但另一方面，新聞工作

者樂觀地覺得，面對一個法律訴訟，乃至在訴訟案中敗訴，都要比處

理一個政治錯誤要更加容易輕鬆。3

除了法院之外，新聞人對於其專業活動的風險意識也受新聞勞動

力市場的發展的影響。改革前，中國勞動市場是一個「三鐵」體系——

國家終身僱傭（鐵飯碗），固定工資（鐵收入）以及固定位子（鐵職稱）。

在這種系統中，僱員在其工作單位，沒有動力提高表現，也不敢過於

偏離單位的集體思想與規範。1994年，新勞動法頒布，合同的概念開

始普及，不同形式的勞動合同在諸多行業，包括新聞業，成為可能

（Zhu, 2002）。例如廣州新聞記者的問卷調查就顯示年輕一代相對於年

長一代更願意與媒體簽訂勞動合同，市場導向型的媒體比傳統黨媒有

更高比例的合同記者（Lin, 2010a）。

整個勞動市場的改革為新聞工作者帶來了流動的可能性，這對新

聞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位曾就職於一家自由派報紙的受訪者就將

該報的成功歸結於早期的合約記者，她認為這些「流浪記者」給報紙帶

來了草根關注，而這種關注與報道角度則是當時的黨媒所欠缺的。4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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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市場為新聞記者創造了人員流動的可能性，使得一部分新聞人有

了離開體制的可能性，於是新聞人也分化為不同的類別：「官僚派」、

「專業派」以及「移民派」 （Lin, 2008）。「官僚派」的新聞人試圖借助媒體

進入政治序列。對他們而言，媒體雖具有其專業的特殊性，但也仍舊

是龐大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他們的工作邏輯與行政邏輯並無太大區

別。「專業派」新聞人具有更明顯的新聞專業主義意識，儘管每個人對

專業主義的定義不同。自認為屬專業派的新聞人更加強調新聞作為自

己的「職業」（career），而非只是一個工作（job）。「移民派」新聞人通常

更加年輕，工作經驗較少，同所在媒體機構簽署合約僱傭關係。他們

將「新聞」視為一個工作， 計劃當有合適的機會就會換工作（Lin, 

2008）。當傳統媒體受到新媒體衝擊時，當年的「專業派」也紛紛跳槽到

網絡媒體，或者開辦自媒體，成為獨立媒體人。

勞動力市場所創造的人員自由流動的可能性不僅分化了新聞人，

而且影響了他們對於表達批評意見所帶來的風險的解讀。一位資深的

調查記者就表示，儘管調查報道的環境更加艱難，壓力重重，但是跳

槽、轉行甚至創辦自媒體的可能性，還是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她對謀生

的顧慮。5
 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記者與媒體機構發生衝突，個體對於

機構的不滿不一定會被激化為對整個體制和國家的不滿。在結構層

面，新聞勞動力市場的發展有助於解決很多個人與新聞組織的矛盾，

尤其是人事糾紛。哪怕是政治性質的糾紛，勞動力市場也提供了一個

化解衝突的可能性，國家無需動用行政力量處理不挑戰政權合法性的

糾紛。

簡而言之，市場化的進程為社會提供了海量信息，挑戰了國家對

於信息的壟斷與控制。但與此同時，市場化也分化了信息衝突，為國

家控制媒體的結構轉型提供可能性。在單維度的媒體控制結構中，一

旦出現衝突，國家與媒體直接對峙，沒有緩衝地帶。而在多維度的控

制結構裡，國家可以分別對待不同性質的信息衝突，從而運用不同的

控制策略，使得這種新結構在面對信息挑戰時更具制度彈性。但是，

權力的三維度間的界限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這種制度彈性還是短暫的

彈性，還是能轉化成長期的權力穩定；它能創造多元還是導致分化，

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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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和總結

在媒體轉型的研究中，「信息賦權」機制一直佔據主流地位。但

是，儘管市場和傳播技術能提供海量的多元化信息，該機制還不足以

詮釋中國媒體轉型中所面臨的信息悖論：一方面，媒體市場化為新聞

提供更多自主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新聞保守主義的新形式；另一方

面，威權國家的權力在受到信息挑戰的同時卻又增強了其控制媒體的

能力。媒體市場化進程和傳播技術的發展都還沒能促進政治體制的根

本性變遷，中國的社會轉型也超越了線性的「市場挑戰國家」或「技術挑

戰國家」的腳本。

筆者無意否定「信息賦權」的重要作用，而是試圖為「信息賦權」勾

勒更為細緻的結構條件和動態過程。因此，本文從國家角度出發，力

圖重新認識權力的不同維度，探索市場化的功能，從而解釋國家如何

能夠有區別地對待海量信息所帶來的挑戰。文中摒棄了既有研究中把

國家權力當作統一整體的分析方法，筆者將國家的權力結構視為多維

度的整合體。在國家和媒體的互動中，國家對媒體的權力不僅體現在

其所具備的強制力，借此能要求媒體做不想做的事；也體現在國家的

建制能力，構建制度來約束媒體，使之做不了想做之事。而權力的最

高表現更是通過對文化、價值、規範的建構，讓媒體想不到要做或不

做什麼事。中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媒體改革也正是國家對媒

體的權力結構由單維度的強制性管治轉變為三維度的選擇性管治的過

程。

本文所建構的「國家–媒體」互動分析模型分析了國家與媒體互動

的五個要素：行為主體（who，國家與媒體），在什麼行為領域（where，

不同維度的權力／媒體領域），在什麼時候（when），為了什麼（why，行

為動機／不同類型的政權合法性），做了什麼（what）。這個分析框架強

調了兩個層面的「動態」機制：一是指行為主體的互動，二是是理論模

型的邊界會隨著時間而演變。上述國家權力結構轉變之所以可能，也

成為必要，是因為在國家與媒體的動態演化過程中，市場化除了提供

海量信息之外，更在根本上分化了不同類型的由信息所引發的衝突。

這裡的市場化不能只從狹義的媒體市場化及其帶來的新聞機構的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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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自由層面來理解。市場的分化衝突功能要在廣義的市場化層面分

析，並且要超越僅局限於媒體本身的理解，考慮市場化期間其他機

構——比如法院和勞動力市場——可能對新聞媒體的變遷帶來的影

響。

針對三種不同的權力，市場化的功能和影響各不相同，卻又彼此

牽制。對於價值性權力，市場化起到了「破」的功能。市場的發展分化

了曾一度佔霸權地位的意識形態，促使國家不得不改變它對媒體的控

制手段。對於建制性權力，市場化具有「立」的功能。市場化為政權合

法性基礎轉向經濟績效以及行政績效創造了條件。而對於強制性權

力，市場則是「不破不立不威脅」，甚至妥協。而事實上也這是因為市

場在本質上的妥協性，市場化才有可能「破」價值性權力，而「立」建制

性權力。畢竟，中國式改革很少是非黑即白的線性進程。

簡而言之，在政權、市場、技術和民意的角逐裡，中國媒體搖擺

於相對自由化的經濟政策和保守的政治制度之間；分化於左派、右

派、新自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等各路思潮的爭論裡；沉浮於周

而復始的周期之中。「國家與媒體」關係也隨之起伏動蕩。這樣的互動

關係，延展開來說，與中國目前在國際社會中所展示的「脆弱的超級大

國」形象一相呼應。一方面，中國的崛起讓人側目，以至於《經濟學人》

在2012年開闢了中國專版，全面報道這個「令人迷惑的複雜國家」。而

該刊上一次單獨為某一國家開設專版則要追溯到1942年的美國專版。

但另一方面，正當外媒擔心中國強大得可能威脅全球秩序時，國內的

種種問題——從徵地糾紛到食品安全，從群體性事件到大面積霧

霾——都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敲起警鐘。因此，對於這樣的脆弱超級大

國的關注也從李約瑟的「中國為何沒有崛起」，轉變為「中國為何可以這

樣崛起」（陳韜文、黃煜、馬傑偉、蕭小穗、馮應謙，2008），轉變為

「中國為何沒有崩潰」，再到當下的「中國能否領導」的問題。從國家與

媒體互動中解析出的權力維度與運作方式也為回答這樣的「中國問題」

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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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該案例來自於筆者對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2004–2006年間的深度訪談（受
訪者＃014）。文中引用的受訪者均以匿名被隨機編號。

2 該表述來自於筆者對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2008–2010年間的深度訪談（受
訪者＃102）。文中引用的受訪者均以匿名被隨機編號。

3 該描述來自於筆者對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2004–2006年間的深度訪談（受
訪者＃044）。文中引用的受訪者均以匿名被隨機編號。

4 該觀點來自於筆者對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2004–2006年間的深度訪談（受
訪者＃022）。文中引用的受訪者均以匿名被隨機編號。

5 該表述來自於筆者對中國新聞從業人員在2013–2015年間的深度訪談（受
訪者＃092）。文中引用的受訪者均以匿名被隨機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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